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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888年，加拿大长老会派遣以古约翰牧师为首的7名传教士来到豫北，后来建立了以安阳等地为中心的三个传教总站，信徒人数从零发展到万余人。60年间长老会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长老会先后向安阳等地派出150多名传教士，其中包括专职传教士、医生、护士以及从事教育、秘书和其他工作的人员，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疗卫生技术，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建立教会学校，提倡男女平等等，这些积极影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中华归主》记载，豫北地区“昔年排斥西人之举动最烈”，所以，西方各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始终不敢贸然进入该地区，［1］以至这里几乎一直是基督教的“真空”地带。正因为如此，加拿大长老会认为，“再没有比这个更有兴趣、更重要的地区了。”而作为豫北重镇的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传教地图中的首选目标。

一、60年间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四进四出

光绪十三（1887）年，黄河决口，豫北地区灾情严重。第二年，长老会派遣多伦多大学的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夫妇、皇后大学的史雅格（James F. Smith）医生夫妇、蒙特利尔总医院的总监罗维廉（William McClure）医生、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牧师、哈里特·萨瑟兰（Harriet Sutherland）小姐等7人——加拿大人称之为“河南七贤”——携带在国内募集的救灾款来豫北施赈、传教。光绪十六（1890）年夏，古约翰牧师、罗维廉医生、尹慈谋（Murdo Mackenzie）牧师等人在豫北的交通门户、卫河岸边的楚旺（今内黄县楚旺镇）设立诊所，借医传教。光绪二十一（1895）年古约翰、季里斐等人在彰德购地建造“耶稣堂”，创立第一个传教中心——彰德传教总站。［2］

然而，好景不长，光绪二十五（1899）年，山东、直隶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波及到安阳一带。由于形势所迫，古约翰牧师、雷实礼（Percy C. Leaslie）医生等大部分传教士携妻带子，分乘10辆马车，从陆路往上海避难。

义和团运动之后的20年，是西方教会在华传教的“黄金时代”。而此时的加拿大国内也恰恰进入它的第一个经济繁荣期，这使得加拿大的“传教运动进入了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期”。1901年以后，长老会向豫北教区派出大批牧师、医生、护士和其他辅助人员，他们放弃被焚毁的楚旺和新镇（今属浚县）传教站，新开辟卫辉（今卫辉市），怀庆（今沁阳县）、道口（今滑县）、修武（今修武县）等传教点，成立彰德、卫辉、怀庆三个传教总站，教徒人数猛增到3300人。开办广生医院（彰德）、惠民医院（卫辉）、恩赐医院（怀庆）三个著名的教会医院，设立牧野中学（卫辉）、斌英中学（彰德）、教会女子学校（怀庆）等教会学校。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政局再次出现动荡，军阀混战使洹河两岸曾一度成为战场，安阳教会的北围墙被挖了许多枪眼，院内到处是军粮、装备和牲畜，门窗桌椅成为士兵们烧火做饭的燃料，教会陷入瘫痪状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加拿大传教士被迫第二次撤离安阳。

在加拿大人离开安阳一年多的时间内，豫北教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27年10月，豫北教会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并被总会命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中华基督教河南大会执行部”办公地点设在安阳教会。河南大会下设彰磁、卫怀两区会，安阳属彰磁区会。中国牧师在加拿大传教士撤离期间单独主持豫北教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领导能力。

1928年10月，加拿大传教士重返安阳，他们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由主变客”，加籍牧师与华人牧师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为了调解双方的矛盾，上海基督教总会派遣成静怡、范定九两位博士来安阳调解。经过双方妥协，最后形成的意见是：教会从组织形式上摆脱加拿大的控制，但仍接受其差会的津贴，教会的经济仍由加拿大传教士控制。此后各地教会、医院、学校的恢复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教会虽然失去了此前20年间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1938年，豫北三个传教总站的教徒人数达到6000人，平均每地2000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一），日军占领安阳城，教会院内、耶稣堂里、斌英中学、三育女校、广生医院等都住满了难民。1938年5月，土匪趁火打劫，扣押人质向教会勒索钱财，教会再次受到惨重的打击。1939年8月，日本掀起反英高潮，因为加拿大属于英联邦，受到牵连，加拿大传教士只好第三次撤离安阳。此后，皇协会占据铸钟街教会，日军占据广生医院，教会及医院的活动被迫全部停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安阳，局势渐趋稳定。1945年，中国牧师刘成章、董昭德以彰磁区会主席的身份主持教会的恢复工作。1946年1月，张宝箴、胡子铎两位牧师受河南大会指派，到郑州请求公谊救护队前来帮助恢复教会和广生医院。1946年春，公谊救护队一行24人在罗明远（Robert B. Mclure）医生的率领下到达安阳，在公谊救护队的帮助下，铸钟街教会、广生医院、斌英中学都得到迅速恢复。

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沿京汉铁路南下，加拿大传教士分批搭乘美国的军用飞机撤离。6月15日，最后两名加拿大人——梅秀英（Isabelle McTavish）医生和麦肯齐（Hugh Mackenzie）两人登上一辆卡车，依依不舍地告别广生医院、铸钟街教会，消失在南去的尘雾中，加拿大差会在安阳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从1888年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实现信徒零的突破到1949年的60年间，豫北的基督教信徒发展到10780人（含1283名慕道友）。其中1888-1900年仅发展教徒82人，到1910年为2729人，1920年为3300人，1938年为6000人，1949年为10780人（含1283名慕道友）。［3］

二、远渡重洋来到安阳的加拿大传教士

据笔者统计，60年间先后来安阳的加拿大籍传教士有153人，从他们来安阳时的身份或主要从事的工作性质区分，可分为六大类，即，专职传教士、医生、护士、教育、秘书、其他（农业、商业、手工业或情况不明者），表一详细统计分析了他们来安阳的时间及其工作性质，可资参考。

    表一：

加拿大传教士分类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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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①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之附录《加拿大长老会派往豫北的传教士名单》，东方出版社 1995 年1月版。

②笔者亲访王惠广先生笔录及王惠广先生手批“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名录”。

从加拿大传教士来豫北传教的时间来看，几乎全部集中在1888-1935年间，而高峰期则出现在1900-1920年间。

在安阳的加拿大传教士就其具体表现而言，又可分为三大类型：

1、作为开创豫北教区的骨干力量的虔诚的基督教徒

在153名加拿大传教士中，专职传教士有81人，占全部人员的52.9%，这是加拿大传教士的主体。

古约翰牧师，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诺克斯神学院，1887年6月，被长老会任命为牧师，第二年携夫人罗莎琳德·贝尔-史密斯（Rosalind Bell-Smith）——一位情愿放弃自己的艺术专业而陪伴丈夫来中国传教的勇敢女性——来到安阳一带传教。古约翰牧师在安阳的传教生涯长达48年，他“有着敏锐的头脑、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执着的追求；他充满热情，勤勉而不知疲倦；他忠实于正义，陶醉于上帝——完全信服于和奉献于上帝。”［4］他的口头禅是，“不让自己虚度一周而没有为上帝工作”。为了传教，古约翰牧师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他的两只眼睛因视网膜脱落而先后失明，11个孩子中有5个死在中国，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传教决心。正是有了他，加拿大长老会才有了豫北教区，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诺克斯神学院后来授予他神学名誉博士学位。

2、在学术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型传教士

这部分传教士主要集中在表一的医生、教育类中。在153名加拿大传教士中，学者型传教士所占的比例为24.8%。

加拿大人引以为骄傲的海外文化传教士有两名，一位是开封圣公会的怀履光主教，一位是安阳的明义士牧师。1910年，25岁的明义士（James M. Menzies）牧师被长老会派到安阳。1914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殷墟”，后来成为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据虔诚的基督教徒、原齐鲁大学毕业生、安阳基督教会的“活字典”王惠广先生［5］回忆：“我和明义士牧师很熟悉。他个子不高，不常讲道，喜欢研究中国的古文字，常常一个人呆在小楼里搞研究。我曾经问他是怎样发现小屯有甲骨片的，明义士说，有一次，他无意之中走到教堂西北方向的田地里，在一条流着水的垅沟（安阳一带把流水浇地用的小水渠叫垅沟——笔者）岸边看见有一些被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甲骨片，有些上边还有字，于是他就发生了兴趣，顺藤摸瓜找到小屯，后来他又查了安阳县志，知道这一带古代就有‘龙骨’。他喂了一匹白马，常常骑马到小屯一带去搜集甲骨片。我上齐鲁大学时，明义士曾在齐鲁大学任教（1932年，明义士应聘到齐鲁大学任考古学教授主讲过甲骨学研究——笔者），因为我俩都来自彰德教会，所以他待我特别好，常让我去他的办公室，问一些安阳教会的事，他的屋子里有许多陶器和甲骨片，有好几架。”［6］王宇信先生评论道：“明义士对小屯每宗甲骨出土及流传情况，因'身临其境’而了如指掌，故所著《甲骨讲义》（1933）记载最为准确、详赡和具有权威性。”［7］

3、为安阳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年轻一代传教士

这部分年轻传教士身兼医生、教师和其他专业。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第一代传教士的后代，有些人甚至在豫北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年轻一代传教士的思想和他们的父辈有明显的差异，在他们眼中，传教和改造豫北社会是同等重要的。

罗明远，罗维廉医生的儿子，安阳人亲切地称之为“小罗医生"。1901年夏，不足周岁的他被母亲带到豫北。他从小在卫辉长大，对卫辉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能讲一口流利的、带河南口音的汉语，甚至在家中也不愿说英语，他的父亲不得不在家门口划一道线，规定进入线内必须说英语。他在加拿大读完大学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他为之神往的第二故乡——中国豫北。他医术高超，人们常把他和著名的白求恩医生相提并论。抗战期间他曾到过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接见，也曾多次帮助过白求恩医生和延安解放区。25年间，他的足迹踏遍了豫北大地，构建了一个名震中外的农村医疗网络，为豫北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有许多先进的思想，并大力在豫北地区付诸实施。如，每年夏天，罗明远医生都要来安阳为“夏令神道学班”的传道员讲道，出于职业习惯，他讲的最多的是计划生育的话题，每次都是男女分开讲。他给传道员讲避孕的知识，并拿出避孕工具让人们看，还现身说法，说自己用了那一种工具无效，结果生了那个孩子，并告诉人们那一种比较有效。“听讲的教徒们被他的讲解所吸引，当然也有些教徒羞得抬不起头来，对安阳这样较为闭塞的地方来讲，这些知识甚至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他还从加拿大带来一些银质的避孕环，让银匠依样打制，“有些不愿生育的女教徒就戴上了这种银环，真的起到了避孕的效果。”［8］

这些年轻传教士的思想在当时就受到老一代传教士的批评，认为这是舍本而求末，如景佐智（George K. King）牧师就曾批评道：“你们将注意到，虽然乡村工作进行了相当大的宣传，但总的看来，我们差会仍继续坚持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传播福音这一观点。”这也正是老一代传教士和年轻传教士的重大区别之所在。虽然，由于时局的影响，他们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并没有能够取得深入的进展，也没有营造出什么“基督教文明”，但是，这无疑对豫北社会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三、加拿大人的传教活动对安阳社会发展的影响

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传教的60年间，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而且不可逆转地迈进了近代化的旅程。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加拿大人在安阳的传教活动确实参与促成了安阳的近代化，他们引进西方医疗卫生技术，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建立教会学校，提倡男女平等，等等，这些积极影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1、借医传教客观上促进了安阳的医疗卫生事业

西方传教士陶斯威特曾坦白地说：借医传教是西方教会所惯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医生每天与病人接触，他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综观加拿大长老会在安阳的传教实践，确实如此。表一清楚地显示出，在统计的153名加拿大传教士中，占第一位是专职传教士，而占第二、三位的是医生和护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行医和传教的互补性。

罗维廉医生（安阳人称“老罗医生”）是打开豫北传教局面的关键人物。在来安阳之前，他是蒙特利尔总医院的总监、加拿大国内著名的医生，是脑炎和震颤麻痹的诊断、治疗专家。1890年，罗维廉在楚旺镇南街（现内黄县二中）租得一处住所，开了一个男科诊所兼简易教堂（一间房子作为老罗医生的诊室，一间房子作为古约翰等牧师传道的讲堂）。为了吸引安阳人信教，教会诊所是不收费的。老罗医生的诊室配备有较齐全的医疗设备，如手术器械、高压消毒器、注射器、不锈钢针头等器械和磺氨粉、阿斯匹林、奎宁等药品。他除为当地人诊治常见的内科、外科病之外，还经常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如切除白内障等。1894年，罗维廉的诊所随教会迁到安阳铸钟街，规模也逐渐扩大成为教会的支柱之一，每年施医达四、五万次。［9］

1912年，在雷实礼医生主持下，［10］教会在安阳城北西段河堤外（今安阳市解放路西段）购地55亩，创办广生医院（今安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安阳人称为“西洋房”（铸钟街教会为“东洋房”），俗称男医院。［11］原铸钟街教会诊所改为女医院。1931年男女医院合二为一，安装了发电房和供电系统，修建水塔，铺设自来水管道，增加了1台X光机和1张手术台，床位增加到70张，其中男病床40张，女病床30张。一些最新的医学技术在广生医院得到应用，如镭放射器开始被用于治疗恶性肿瘤，血、尿化验和康乐化验已经作为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12］广生医院成为近代安阳最先进的医院——也是豫北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该院目前仍是安阳市首屈一指的医院），当年即治疗病人6820人次，手术166例，1933年治疗116777人次，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开办医院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开诊所、办医院，长老会打开了在安阳的传教局面，吸收了大量的信徒。

古约翰牧师率领“河南七贤”来豫北之前，确定的传教设想是“依靠上帝，不依靠力量”，然而，当他一踏上楚旺这块神秘的宗教处女地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设想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无论他走到那里，人们都会用好奇的眼光盯着这位留着红辫子（假辫子）的“洋鬼子”。他在村里布道时，经常会有人猛然从他背后推一下、踢一脚，甚至是扔过来一块砖头、土块。以致他不得不采取背靠墙的方式讲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牧师们几乎一无所获，只好把传教的希望寄托在罗维廉医生身上。罗维廉靠精湛的医术征服了当地群众，慕名而来求医者络绎不绝，医生的光芒盖过了上帝的灵光，在老罗医生的诊所迎来了第一批皈依基督的信徒。

安阳第一代基督徒证明了这一点：内黄县南伏恩村的王求贤（基督教徒，曾任斌英中学的副校长）的母亲有病，罗维廉听说后，从楚旺步行几十里亲自到南伏恩村免费为她治病，当她病好之后，全家都皈依了基督教；安阳县土楼村的张颜臣（原基督教会长老）的父亲患有严重的胃病，用尽全家的积蓄也不见好转，老罗医生免费为他治好了胃病，结果全家入教；安阳县高庄乡尊贵屯的韩华庭（韩老华），原是六合沟煤矿的矿主，染上了大烟瘾，教会诊所为他戒了烟瘾，全家入教，其孙女韩玉芹现为安阳教会牧师。

第二，广生医院的创立直接导致西医传入安阳，为安阳培养了一批西医人才。

在此之前，安阳只有一些中医诊所，广生医院引进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以雷实礼医生等为代表的西医以其精湛的医术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广生医院招收一些安阳人作学徒，后来有的学徒成为医术高超的名医，如内黄县籍的基督徒张汉卿在雷实礼医生的精心培养下，成为广生医院的“第二把刀”。20年代前后在安阳出现的西医诊所大都是广生医院的中国学徒开办的，如，贺子宾开办的“福华医院”，张汉卿开办的“张汉卿诊所”等。这些诊所后来又培养出董玉堂、石秀峰、张凤梧、石云生等西医，解放后，他们都成为安阳医疗卫生界的骨干。

2、教会学校客观上对安阳的近代教育起到了辅助作用

加拿大传教士热衷于文化教育活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化传播规律使然。经过义和团的打击之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传播文化必须在总的文化势能上或在某一方面的文化要素中具有较高的势能或优势，能够改善和丰富人类生活，才能够有传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豫北社会迫使他们做出的选择。1902年，清政府规定，学校每天都必须举行尊孔“礼拜”（基督教徒是不能参加的）。为了给基督徒子女提供一个适宜的学习环境，更为了加速发展基督教，基督教会也加入到安阳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客观上为安阳的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教会在铸钟街教会开办“圣经学校”，校长是吉利斯·伊迪（Gillies Eadie），这是一所启蒙男学堂，仅有学生20名，全部来自基督教家庭，由学校发给少量伙食费，学习内容有圣经、四书五经等，该校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迫关闭。［13］1904年前后，“圣经学校”改名为“贤英学堂”，1915年，又改名为“斌英初高两级小学校”，明义士牧师任校长，副校长为毕业于北京崇实学堂的本地信徒王求贤。学校开设诸如物理、化学、语文、英语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类的课程”，建立了先进的理化实验室等。

1906年，教会设立三育女子小学，由白教士（Minnie A. Pyke）任校长。其开办时间比清政府学部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1907年）允许设女子小学堂还早一年，开创了安阳女子教育的先河，对安阳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20年代，三育女校增设初中班，校名改为“三育女子初级中学”，由温晨旭（Winifred Warren）教士任校长、中国信徒王玉温任副校长。1925年，全校中小学生达200多人，“由于学校教育刚刚兴起，许多女生还裹着脚。”［14］

1931年，斌英中学和三育女校合并，到1937年已有学生343名，后来，斌英中学由于战乱而时办时停，1947年，随着加拿大人的撤离也宣告停办。

加拿大传教士在安阳城乡开办的男女学校是安阳近代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教会学校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培养出一大批教会骨干和领袖人物，如斌英学校副校长王求贤、三育女校副校长王玉温、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主席张宝箴牧师、彰磁区会主席刘成章牧师、胡子铎牧师、广生医院的“第二把刀”张汉卿医生、齐鲁大学毕业生王惠广等。

3、传教士在安阳推广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铸钟街教会对面路南有教会的农场，占地28亩，由范铭德（D. K Faris）牧师任场长兼技术员。这位年轻而有热情的牧师把全部身心都用到了研究农业生产上，他曾专程到加拿大安大略农学院和考耐尔大学“充电”，并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农场的实践。他主持过许多项目的研究，并和南京大学农学院的田间实验室建立了联系。他在农场还办过一个培养农业技术人员的夜校——“基督教乡村建设领导人训练班”，为安阳造就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后来在许多村庄发挥了作用。他培育出来的阿芙麦、西红柿等新品种享誉中原，农场制作的水果罐头更是远销省内外。［15］

4、传教士在安阳传播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

许多年轻的传教士在传教之余，热衷于介绍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米切尔（W. H. Mitchell）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米切尔于1931年来到安阳，他的父亲是早年来安阳传教的牧师（安阳人称“老密牧师”）。由于米切尔从小就在安阳生活过，深知安阳一带社会生活条件的落后，所以在动身之前就在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募集了许多现代化的电器、通讯器材等。传教之余，他把自己带来的收音机、电池分发给一些教徒。为解决偏僻传教点的通讯问题，他还搞了现代化的通讯试验。他的这些“发明”深深地打动了安阳人，“许多人把他看作是一个'神人’"。广生医院的发电装置就是在他主持下安装成功的，直接带动了安阳（后来进而影响到开封）现代化电力系统的创建和发展。

5、教会积极参与当地的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

教会参与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主要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但客观上也缓解了社会的压力。如，1920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加拿大国内教徒为河南捐款666923加元，其中约30万加元用于豫北的救灾。加上其他渠道的捐助，豫北差会向豫北6县的120万人民分发了价值80万加元的现款和11万吨谷物。教会还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八、九千人修筑从武安至邯郸的公路（32公里）。完工后，公路成了宣传“基督教的广告”。汤善（Andrew Thomson）牧师在道口还试图改变以工代赈的方式，用1万加元收容了约9千难民。林县教会采取放粮赈灾的方法赈济灾民，在东赵村周围43个村吸收教徒350人。［16］

20-30年代，教会还在铸钟街教会兴办图书室，由石美丽（Minnie Shipley）教士和本地信徒杨东园兄弟负责，有多种杂志、书报以及宗教彩色图画供人们阅读、欣赏。

综上所述，自1888年以后的60年间，加拿大长老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创了豫北传教区，他们在传播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也把近代的医学、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知识介绍到安阳等地，客观上刺激了当地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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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志》第九卷，总纂邵文杰，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9月版，第十三篇宗教志，第 154 页。

［2］民国二十二年修《续安阳县志》，卷十一宗教志；内黄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内黄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卷五，民政志下。

［3］宋家珩：《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齐鲁书社，1993年，第 88-92 页；另见笔者从 1996年河南省统一进行的调研统计材料中汇总的豫北各地市有关基督教的统计数字。

［4］转引自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 1995 年1月版，第 238 页。

［5］本文的初稿曾得到王惠广先生的精心指点，先生不幸于 2000 年初去世，谨此致哀。

［6］1998年 10 月 14日下午，笔者在安阳市学巷街王惠广家中采访王惠广和他的长子笔录。

［7］王宇信著：《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 页。

［8］1998年 10月 14日下午，笔者在安阳市学巷街王惠广家中采访王惠广和他的长子笔录。

［9］民国二十二年修《续安阳县志》，卷十一宗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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